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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居民绿色消费转型是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

外关于居民绿色消费的内涵、模式、行为和政府监管政策设计的已有成果，发现绿色消费的内涵和模式

研究总体呈现从单一化到系统化的转变；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表现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进；绿色消

费政府监管政策的研究旨在指明不同监管政策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并评估具体政策的市场结果。未

来居民绿色消费研究的主要方向如下：（1）科学界定不同绿色消费层级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与转化机理；

（2）构建绿色消费行为综合分析框架，探究绿色消费行为内外部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和行为偏差的形成

机理；（3）绿色消费监管政策创新和跨时空效应评估；（4）数字经济背景下绿色消费行为的新特征和监管

工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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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发展绿色消费，走可持续之路，是当前全球与中国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

研究表明，家庭消费贡献了 70% 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碳排

放总量的 53%［1］。居民绿色消费方式转型，除了能减少碳排放和污染［2］，还可以倒逼绿色生产，引领

企业绿色创新和产业升级［3-5］。因此，推动居民绿色消费转型，成为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关注

的紧迫议题。然而绿色消费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是社会—技术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消费

者对这种转变的适应性、技术创新带来的消费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政策体系的有效性，都是推动居民

绿色消费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构建有效推进居民绿色消费转型的政策体系，需要

注重绿色消费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性，需要从绿色消费的层次性与渐进性出发，有效识

别影响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因素。为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居民绿色消费的内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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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行为和政府监管政策设计等的已有研究成果①，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探

讨未来居民绿色消费内涵的变化、消费行为模型的构建方向、绿色监管政策的优化及评估，为推进

中国乃至全球居民绿色消费转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一、绿色消费的内涵与模式研究

绿色消费的内涵与模式研究总体呈现从单一化到系统化的转变。其内涵界定逐渐由单一的绿

色产品购买扩展到消费流程的绿色化。相应地，绿色消费的模式定义逐渐由消费减物质化转向消

费流程绿色再造。

（一）绿色消费内涵

绿色消费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 Elkington 和 Hailes 在 1987 年《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中提出。

早期的绿色消费概念侧重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型产品的购买和使用行为［6］。随着研究的深入，其

内涵逐渐拓展到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处置行为，以及绿色生活方式等［7］。伴随着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跟进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和承诺，学界对绿

色消费的内涵阐述逐渐拓展到消费过程清洁低碳化改造［8］。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共识，绿色消费是

以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整体优化为出发点，在产品和服务购买、使用和处置过程中以最小的自然资源

消耗实现最优效用传递的消费过程［9］。绿色消费概念的发展契合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的时代主题，适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情，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

性思考［10］。

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内涵的界定既涵盖了以产品为基础的短期效率改善（如适度消费、减少

浪费），又体现了消费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如重视精神消费、倡导回归

简单生活），然而这些概念界定尚未充分识别绿色消费对象的群体性差异及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

异，难以清晰界定不同绿色消费层级，也尚未有效表达不同层级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今后绿色消

费内涵分类分级留下了潜在研究空间。

（二）绿色消费模式

纵观国内外不同视角的研究，绿色消费模式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消费替代模式。即通过消

费替代实现物质消耗强度与污染物总量的减少，如购买生态食品替代生产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的

食品、使用节能节水家电及新能源汽车等［11-12］。第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消费模式。即在产品购

买、使用、处置过程中都遵循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模式，推动再利用过程，如旧货消费、减少水和

能源使用量、减少餐饮浪费（如“光盘行动”）和进行垃圾分类等［13-14］。第三，消费流程绿色再造模

式。即利用新技术或新的社会倡议减少消费过程的污染和排放，如共享出行、自愿减少食物摄取中

肉食消费比重和实现“城市农夫”式的部分食品自给等［15-17］。

① 本文的文献检索和筛选工作分为四步。第一，确定文献范围。初步搜索绿色消费内涵的文献，确定 6 个检索关键词：绿色

消费、可持续消费、环保消费、亲环境消费、低碳消费与生态消费。第二，限定期刊范围。为确保所选文献质量，将来源期刊

限定为国际上经济学权威期刊和管理学 UTD24 期刊，以及农业与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公共管理学

领域所有已发表绿色消费主题文献的顶尖期刊，及对应领域的国内知名期刊。检索在 2022 年 2 月进行，使用的数据库为

“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总库”和 Web of Science。第三，仔细阅读摘要，并查看正文，对所得文献进行进一步筛选。第四，逐篇

确认文章研究主题和相关结论，最终获得 50 篇中文文献和 74 篇国际文献。为说明核心观点，本文仅展现其中 72 篇（限于

篇幅，详细期刊和文献列表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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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绿色消费模式既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同时也呈现出外在的特殊性。三类

消费模式贯穿整个绿色消费理念的发展时期，消费替代模式研究出现在绿色消费概念产生初期，产

品全生命周期绿色消费模式涌现于 21 世纪初期，而消费流程绿色再造模式是数字经济与大数据技

术深入发展后提出的，相关研究集中于 2010 年后；从消费导向的环境属性看，消费替代模式通常部

分减少消费行为对环境的损害，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消费模式和消费流程绿色再造模式致力于

完全抵消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进绿色消费的稳定转型，是一种颠覆消费范式的革命性发

展模式。

然而，因缺少对绿色消费层级的界定，当前绿色消费模式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较少通过严格

的定量方法来明确不同绿色消费模式下重点人群特征和有效时空范围。

二、绿色消费行为研究

在简要梳理绿色消费的内涵与模式的基础上，本文将集中阐述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进展，并聚

焦绿色消费行为及分析模型、绿色消费支付意愿及评估方法、绿色消费行为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和绿色消费行为偏差四类研究。

（一）绿色消费行为及分析模型

有关绿色消费行为研究，学者们早期主要关注绿色产品的购买和使用行为，发现越来越多的居

民对绿色蔬菜、生态标签水果和节约使用能源的产品产生需求［11］。21 世纪开始，绿色消费行为研究

转向消费者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处置的全阶段行为，关注的产品和服务类别也从食物、

能源拓展到衣食住行游等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例如减少食物浪费、进行垃圾分类与再利用［18-20］。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学者们聚焦数字经济引发的新型绿色消

费行为，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和基于使用量实时反馈信息以节约水电的行为［21］。

早期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主要引入绿色信息不对称模型，把信息作为绿色偏好个体进行绿色消

费替代的关键变量［11］。这一模型认为产品绿色特性信息很难传达给消费者，从而阻碍个体的购买

决策，而生态标签等绿色声明和大众媒体宣传等方式可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居民绿色消费行为。

21 世纪开始，学者们更倾向于从准公共品购买的角度构建绿色消费行为模型，以适应产品全

生命周期绿色消费模式需要，其中典型的是环境公共品合作模型［13］。这一模型假定绿色偏好个体

出于关心环境而非直接偏好绿色产品而进行绿色产品消费，此时绿色偏好个体容易陷入囚徒困境

而无法达成合作，但当协调绿色偏好个体决策的组织形成或绿色市场与行业标准建立时，合作便成

为可能。

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随着绿色消费转向消费流程绿色再造模式，学者们构造出一系列绿色消

费行为分析模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环境道德模型、亲社会行为模型和绿色产品偏好模型。第一，

环境道德模型认为绿色消费行为受到道德的驱动，分为两种假设场景［4］。一种假设场景是个体的

消费污染排放行为会产生非效用，而绿色消费行为可以减少非效用的大小，从而提高总体效用；另

一种假设场景是绿色个体可能只简单关心“买入”行为，会购买一个最小量的绿色产品，并相信已经

尽到了自己的全部环境责任。类似的模型还有社会交换模型和道德账户模型［3］。这一模型通过引

入道德概念刻画了绿色消费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但无法解释绿色消费行为的个体差异。第二，亲

社会行为模型把绿色消费行为纳入亲社会行为的框架，认为个体参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动机有三，分

别是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和名誉动机［22］。内在动机包括“温情效应”和纯利他动机（即纯粹出于对他

人福利的关切）；外在动机包括金钱奖励和个体对金钱奖励的估价；名誉动机受到行为是否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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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个人对名誉的重视程度和预期他人态度的影响，部分文献中也表述为绿色自我形象、社会处

理和地位寻求动机［22-23］。类似的模型如社会压力模型，这一模型从亲社会的角度刻画绿色消费行

为，但忽略了亲环境行为本身的特异性。第三，绿色产品偏好模型将产品划分为绿色产品与非绿色

产品，具有绿色偏好的个体消费绿色产品时会获得更高的效用，且获得的效用随着绿色偏好的提高

而上升［3，24］。模型潜在的假设是个体通过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温情效应”。相似的模型还有环保行

为溢出模型［20］，这一模型把绿色消费行为与偏好直接挂钩，但不能解释较为复杂的心理过程。相似

的模型还有习惯养成模型［25］。此外，保护动机模型认为个体通过绿色消费以应对气候变化等

危机［17］。

上述分析模型，特别是综合性的模型，揭示了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与绿色消费行为间的关系，但

这些价值观依然是个人的、主观的概念，对不同绿色消费行为的解释力不强，各模型之间也缺少融

合，更缺少一个同时纳入绿色偏好、环境道德、动机和习惯等概念的综合分析框架。

（二）绿色消费支付意愿及评估方法

支付意愿作为一种心理预期，在行为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学中常被用来测量尚未进入市场的

产品或自然资源、公共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如食物与农业、环境与自然资源、交通与城市规划和健康

等领域①。在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中，支付意愿测度也是绿色消费行为研究的重要主题。早期阶段，

绿色消费支付意愿研究关注的对象为有机生态食物等，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各国生态农业的繁

荣发展和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兴起有关［11］；21 世纪以来，研究关注的对象扩展到清洁空气、新能源汽

车和节能节水电器等［25-28］；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该研究更关注对新技术革命下涌现的绿色产品服

务的支付意愿测算，如生态系统服务品牌产品和新型绿色材料［29-30］。

当前文献采用的绿色消费支付意愿评估方法主要分为陈述偏好法和显示偏好法。第一，陈述

偏好法基于调查技术直接得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及属性的支付意愿，主要包括条件价值评估法和

选择实验法两类：（1）条件价值评估法直接向代表性受访者询问获得绿色产品及属性的支付意

愿［31］；（2）选择实验法则需要参与者在多个不同的假想产品中做出选择以间接计算其支付意愿［32］。

第二，显示偏好法通过模拟消费者真实的决策行为来推测市场及不同群体对绿色产品及属性的估

价，较为典型的方法包括拍卖实验法和基于真实市场数据的准实验法、干预实验法两类。（1）拍卖实

验法通过模拟真实拍卖交易市场，测算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属性的支付意愿，包括升价拍卖（英式拍

卖）、降价拍卖（荷式拍卖）等形式，但受场所限制，且不能排除拍卖情境与日常交易情境中支付意愿

差别的影响［33］；（2）准实验法、干预实验则通过自然实验和干预实验，基于真实市场交易数据识别消

费者对绿色产品及属性的支付意愿，其测量结果最能反映真实值［34］。

然而，上述绿色消费支付意愿及评估方法的研究，较少探讨支付意愿有效量化消费行为的必要

条件，也缺乏讨论不同情境下如何有效选择方法、如何评估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和不

同方法下的结论交互验证手段。

① 如 Carlsson F.，Frykblom P. & Lagerkvist C. J.，“Consumer benefits of labels and bans on GM foods：choice experiments with

Swedish consumer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 89，No. 1（2007），pp. 115-116；Adamowicz W.，

Louviere J. & Williams M.，“Combing revealed and state preference methods for valuing environmental ameniti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Vol. 26，No. 3（1994），pp. 271-292；Hensher D. A.，“Stated preference analysis

of travel choices：the state of practice，”Transportation，Vol. 21，No. 2（1994），pp. 107-133；Bryan S. & Dolan P.，“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in health economics，”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Vol. 5，No. 3（2004），pp. 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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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消费行为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探究绿色消费行为，学者们对绿色消费行为及表征行为的绿色产品属性支付意愿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居民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

第一，居民自身因素，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因素和认知因素。（1）人口统计特征。许多研究

显示，女性、青年、中等收入和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更倾向于表现出绿色消费行为；但也有研究认为

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和绿色消费行为的关联性较弱［35］。（2）心理因素。许多研究转向环境关心等心理

因素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如 Reisch 的研究认为关心环境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以较高价格购买绿

色食品［3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绿色产品属性支付意愿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要素，受到其他心理因素

影响，如消费者注意力不集中可能降低其对生物基材料的支付意愿，从而减少了该产品的市场购

买［30］。（3）认知因素，包括环境知识和利他偏好等。对环境知识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学界存在异

议，有学者认为环境知识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是不确定的［3］，另有学者认为环境知识是促进绿色

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37］。关于利他偏好与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有利他偏好的居民

通过参与绿色消费行为，通过“温情效应”产生正向效用［38］；也有研究认为利他偏好者参与绿色消费

行为本身可以直接产生正效用［39］。

第二，外部因素，包括市场激励因素、社会压力因素和信息助推因素。（1）市场激励因素，强调

经济损益诱导推动绿色消费行为［12］。例如，D’Haultfœuille等研究发现，在法国政府对低排放量的

汽车提供经济奖励后，低排放车的购买比率增加，贡献了高达 40% 的新车平均二氧化碳减排量［40］。

（2）社会压力因素，强调他人和社会情境推动绿色消费行为，居民受到绿色身份塑造、同伴效应等

强迫力的驱动［41-42］。Kim 等研究发现，有他人在场时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有机食物［43］。（3）信息助

推因素，可通过传递产品服务绿色信号和进行绿色信息干预两条渠道，增强居民绿色消费偏好，诱

导居民主动采取绿色消费行为［44］。Lin 和 Nayga 的研究发现，在环境信息的干预调节下，绿色身份

标签显著提高了消费者对绿色食物的偏好和支付意愿［45］。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

展，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网络和社交媒体信息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多种信息助推

措施的替代和叠加效应等绿色消费行为外部影响因素的新议题［46-47］。

然而，现有对绿色消费行为与支付意愿影响效应的大小排序及交互效应测算的研究较少，特别

是缺乏居民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如信息助推因素）交互效应测算的研究，难以提供绿色消费影响

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的综合结论。

（四）绿色消费行为偏差

国内外研究发现，即使消费者主观上具有环境保护的态度和意愿，也不一定会表现出绿色消费

行为，即存在绿色消费行为偏差，或绿色消费的“态度—行为”差距［48］。偏差的主要表现为具有绿色

消费的意愿，但绿色消费行动缺乏或者不足；或仅在主观上对绿色产品或属性有过高的支付意愿，

超出了真实市场交易中的支付价格。

学者们探讨了导致绿色消费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49］。首先，经济条件和心理认知因素是产生

绿色消费行为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证研究发现，收入预算不足、非绿色消费价值观、绿色怀疑

和高预期努力等都会导致绿色消费行为偏差［50-52］。其次，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机制也推动了绿色

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例如前期的亲环境行为引发“道德许可”效应，减少了消费者后续的绿色消

费行为［53-54］。特别是在绿色消费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的偏差方面，评估方法差异是导致绿色消费

行为偏差的又一重要原因。一方面，陈述偏好法通过意愿推测行为，而消费者在主观表述时可能会

虚报自己的选择与支付意愿，其中条件价值评估法产生的偏差最大；另一方面，显示偏好法通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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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测支付意愿，难以避免偶然性的情境因素的干扰［49］。

为此，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如何在方法或技术上减少绿色消费行为偏差的拓展研究。针对

陈述偏好法偏离显示支付意愿的问题，相关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案，包括廉价磋商、正式宣言、结

果干预、引入显示偏好数据改进选择实验设计等方案［55-56］；针对人口统计特征、心理认知因素和外

部情境因素造成的绿色消费行为偏差，学者们则提出了进行“催化剂”型绿色消费习惯培养（如培养

垃圾分类习惯）、采用游戏化技术（如支付宝“蚂蚁森林”产品）等方案［57-58］。

目前，绿色消费行为偏差的研究大都为定性研究，较少识别偏差方向与程度，未能提出导致偏

差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应干预措施，也没有深入系统地探讨干预措施的设计方案和发展趋势。

三、绿色消费的政府监管政策设计

绿色消费的正外部性及环境产权界定的困难性，决定了绿色消费的推动离不开政府监管政

策［59］。绿色消费监管政策通过增加市场绿色产品供给份额和提高居民的绿色消费意识与偏好，促

进绿色消费整体转型［60］。目前对绿色消费政府监管政策设计的研究，旨在指明不同监管政策的优

缺点及其适用条件，并评估具体政策的市场结果。

（一）绿色消费的政府监管政策与效果

早期的绿色消费监管政策与效果研究主要聚焦命令—控制型政策和市场导向型政策，主要针

对消费减物质化模式。第一，命令—控制型政策，也称规制型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直接，见效时间

短，然而可能因其缺乏灵活性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导致社会争端，并出现非管制市场的非绿色消

费品替代［61］。例如，Taylor 发现，在加州超薄购物袋规制政策影响下，非管制市场上的塑料垃圾袋

购买量出现增长，导致规制政策减少的塑料袋总量被抵消了 28.5%［62］。第二，市场导向型政策，包

括指导公用事业阶梯定价、财税补贴政策等经济手段，消费者能够结合自身经济效益灵活做出绿色

消费决策，但税收类政策可能挤出部分生活必需品消费（即“挤出效应”），而减税和补贴可能发放给

原本无须激励就会采取绿色消费行为的居民（即“漏出效应”）［63-64］。也有研究表明，市场导向型政

策的长期效果一般，甚至有时会被居民理解为已承担其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从而引发“道德许可”效

应，减少后续的绿色消费行为［65］。范庆泉指出，政府的环境税收和补偿政策只有在动态最优组合

下，才能同时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66］。

为适应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消费模式和消费流程绿色再造模式的新特征，21 世纪以来，越来

越多的监管政策研究转向绿色消费社会共治策略研究，提出引入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和厂商等主

体共同参与治理，推动绿色消费转型［67］。学者们还提出一些新型绿色消费监管政策，如基于信息干

预的公共部门绿色助推措施［68］。Tiefenbeck 等研究发现，在酒店环境中通过电子装置实时反馈淋浴

耗水耗能信息后，总资源消耗量下降了 22%［69］。Liebe 等研究发现，提供给瑞士居民使用清洁电力

的默认参与选项后，80% 的居民在四年内都会保持这一选项［70］。此外，近期的一项研究还指出，不

同绿色消费监管政策具有替代性或互补特性［71］。

目前绿色消费监管政策与效果评估量化的研究已注意到了政策工具的多维性，并尝试将规制、

市场和信息等不同类型政策影响的差异进行对照，但在实际中，不同类型政策的影响往往相互交

叉、彼此影响，因此，如何将多种监管手段有效融为一体，进行科学的融合和创新设计，仍然有待突

破。特别是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绿色消费监管政策的效率、公平性与

包容性等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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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消费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方法

不同监管政策效果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准自然实验法、干预实验法和理论建模法。早期学者

们采用的绿色消费政策效果量化评估方法主要是理论建模，即通过经济学建模的方法进行市场均

衡计算，测算不同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行为下，不同政府监管政策的市场结果、成本收益和社会福

利。Eerola 和 Huhtala 通过建模方法研究了在消费者偏好和收入异质性条件下，对有机食品进行补

贴和对传统食品进行征税的市场效果，发现只有收入差距较大时，干预措施才符合人们的政策偏

好［72］。随着政策研究深入、市场实践增多和数据积累，准自然实验法和干预实验法得到了更多的应

用。（1）准自然实验评估方法，即基于销量等真实市场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和工具变量法

等 因 果 识 别 方 法 给 出 绿 色 消 费 监 管 政 策 效 果 ，结 论 具 有 极 高 的 信 度 和 较 强 的 可 推 广 性 。

Boomhower 和 Davis 基于墨西哥一项住宅能效计划参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补贴资格门槛两侧，随

着补贴金额的增加，参与率上升有限，且在补贴金额低得多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也会参与这项计

划［73］。（2）干预实验评估法，即设计并实施相应的实验室与实地试验，评估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

Reynolds等发现，提供学校营养指南可以减少多达 28% 的食物浪费［34］。

随着数字经济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未来的研究重点趋于综合应用多种方法和模型以准

确测算和评估绿色消费监管政策的中长期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协调效应。

四、问题和展望

居民绿色消费转型是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虽然围绕绿色消费的内涵和模式、行为

和政府监管政策设计已有了较多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对城乡居民绿色消费的研究还存在以下

不足。

首先，在绿色消费的内涵和模式方面，目前的内涵界定尚未将不同绿色消费层次及其由浅入深

的内在关系有效地表达出来，致使不同绿色消费模式的适用群体和范围存在争议，缺乏通过实证方

法有效识别适用于不同居民群体（如城乡居民）的绿色消费实现机制的研究。

其次，在绿色消费行为方面，缺乏同时纳入绿色偏好和环境道德等概念的绿色消费行为综合分

析模型与框架；在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居民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特别是自身因素和信息

助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较少被讨论；对绿色消费行为偏差的产生机制和纠正方法缺少综合深入

的研究。

再次，在政府监管政策设计方面，现有研究对创新性的监管政策研究不足，对监管政策的中长

期效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匹配性、适用区域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不足；在政府监管政策效果量

化评估方法的应用中，准自然实验、干预实验法与理论建模等多方法交叉印证结论的研究较少。

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消费行为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即时性和跨时空性等新特

征，给绿色消费的政府监管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新涌现的绿色消费行为有怎样的特征，怎样设计

监管政策以推动消费绿色转型，有待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丰富居民绿色消费问题研究，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第一，科学界定不同绿色消费层级及其内在逻辑与转化机理。应当分层级解读绿色消费升级

的切入点，寻找微观的驱动机制以补充和完善不同层级的绿色消费内涵，针对特定区域和产业寻找

合适的识别对象和数据，通过案例与实证研究为绿色消费升级路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构建绿色消费行为综合分析框架，探究绿色消费行为内外部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和绿色

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机理及纠正方案。例如，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刻画真实场景中绿色消费行为

的决策过程；基于理论明确绿色消费内外部影响因素可能的交互机制，并收集实验数据与真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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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证研究；进行多源数据融合处理，揭示绿色消费行为偏差机理并提出缩小偏差的有效方案。

第三，加强绿色消费监管政策创新设计和跨时空效应评估研究。应更多关注新型绿色消费监

管政策，综合运用理论建模、准自然实验和干预实验等方法量化绿色消费监管政策的效果，寻求互

联网公司与政府大数据决策平台的支持，以识别监管政策的中长期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居民绿色

消费经济门槛效应与地区差别等跨时空效应。

第四，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绿色消费行为及其监管问题。应进一步关注新餐饮、新零售等数

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形态下的绿色消费模式特征，明确新型绿色消费行为的历史沿革与时

代特征，并提出融合时空特征的有效的政府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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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Residents’ Green Consumption Research

Zhou Jiehong1，2 Han Fei1，2 Wei Ke1，2 Yan Zhen1，2，3

(1. China Academy of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e &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telligent Comput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12)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have put forward urgent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The sorting of green consumption research progr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setting. By setting and executing a strict sorting

procedure, 124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 green consumption were collected from 42 authoritative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is basis, our paper reviews 3 core themes,

i. e., the connotation and mode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y

policy design.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are put

forward thereafter.

At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ode of green consumption as a whole presents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imple to the systematic. The connotation definition gradually expands from

merely green product purchase to green consumption process. Accordingly, the pattern defini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onsumption reduction to green re-engineering of the

consump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on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nalysis model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imple and one-way comprehensive, but there is not yet a comprehensive model that

integrates the concepts of morality, green preference, and reputation to describe the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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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the real world. The research on green consumption

government regulatory policy design aims at pointing out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policy designs, and evaluating the market results of specific policy

designs.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design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the welfare issues of

policies still need to be explored in depth, and the research on regulatory policies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era needs to be broken through.

The innovation and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 residential green consumption from well-know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in detail, and the subjects were

subdivided and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to depict the big picture of the research on residential green

consumption. Secondly, the research on residents’ green consumption is innovatively divided into three

core themes, connotation and mode, behavior research, and regulatory policy design, to cover the whole

picture of research on residential green consumption. The driving forces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mode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olicy allocation.

Thirdly, we specifically proposed that, against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era

backgrou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behavior analysis framework, and construct a government regulatory policy box that integrates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echn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outlook i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uture scholars investigating

the green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y could scientifically

define different levels of green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ir inner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Second, they coul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while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of behavioral bias. Third, they could investigate green consumption regulatory policy

innovation and assess the trans-temporal effect. Fourth, the researchers could also study new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regulatory toolbox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practice in promoting the green consumption

transi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green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behavio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residents;

digit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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